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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协作体系构建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李云燕 *，王立华，殷晨曦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124）

【摘  要】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破除现有的环境保护与管理体制障碍，本文从京津冀地区大气重污染防治的
现实意义出发，对比分析了属地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与联防联控体系的优越性，探讨了京津冀地区构
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的必要性。通过梳理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的发展历程及该地区联
防联控的成功实践案例，从工作机制、联动机制、协同机制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的联防联控体
系构建框架以及具体实施举措，重点包括创新区域空气改善总体规划、统一加强大气污染源管控、
建立落实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建立区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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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大

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污染和区域性污染的特征。据环保

部 2017 年 9 月公布的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结果，京津冀

三地大气污染来源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域传输对北京市

PM2.5 来源的贡献高达 28%～36%。要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急需切实开展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以削

减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京津冀地区构建联防联控

协作体系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必然趋势。本文将以京津冀

地区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的必要性为切入点，

梳理该地区联防联控成功实践案例，提出建立京津冀地

区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协作体系的构建框架以

及具体实施举措。

1 京津冀地区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的必要性

1.1  属地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属地管理下的治理分权以及三地发展不平衡，易诱

发“搭便车”行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地方政

府对于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较差。大气污染是一种公共问

题，而地方政府“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根深蒂固，均希

望由其他省进行治理，容易诱发“搭便车”行为。三地

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产生“搭便车”行为的重要因素。

河北经济水平有限，更希望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

天津治理污染，而北京、天津则认为河北省污染最严重，

理应承担更重的治理任务，这就造成三地协调不畅，诱

发“搭便车”行为。近年来，北京市将部分重工业转移

到河北，使北京市的工业布局得到优化，但区域范围的

重工业重复建设问题并未改善，由此加重了河北省的大

气污染，进而降低了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水平。

空气的流动性决定了重污染天气治理属地管理模式

的内在不足。治理模式是以属地为单位，而大气污染却

不会只出现在某一片属地上。由于地理的毗邻以及空气

的流动性，大气污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据 2017
年环保部披露的 PM2.5 源解析结果，北京的 PM2.5 区域传

输占比 28%～36%，天津市为 10%～15%，石家庄市为

23%～30%。重污染天气治理属地管理模式下必然出现

“碎片化”的被动局面和结果。一是属地管理模式使得京

津冀各地方政府或各环保部门的行政权力“碎片化”。二

是区域内不同省市的制度规范以及环境标准具有差异性

和分散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

变得困难，合作成本变大 [1]，制度规范“碎片化”使得

环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三是属地管理模式使得区域内

环保资源变得“碎片化”，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1.2  联防联控机制的优越性 

联防联控机制于 20 世纪末在二氧化硫和酸雨治理中

初见成效，作为综合治理区域性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大气污染治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打

破行政区域界线，共同规划和实施重污染天气预警方案，

统筹安排，互相协调，将京津冀地区几个省市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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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原有的行政界线，突破现有的以属地为主的污染防

治模式，建立统一的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合作模式 [2]，

切实解决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实际问题。

联防联控机制的运行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跨区域的主

体机构。主体机构的成员包括各地方政府、各环保部门

等。主体机构的建立有利于解决目前属地管理模式下的

“搭便车”“碎片化”等行为，有利于形成环保合力，提

高环保的积极性。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问题，有利于

整合区域内环保资源，及时进行区域内资源的再分配，

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治霾成本。应统一区域内的环保标

准及惩罚标准，避免由于环保标准及惩罚力度的不统一

造成的监管及执法障碍。

联防联控机制是解决目前地方政府间互相推诿、各

自为政的工作态度的重要措施。由于行政分权、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等，地方政府重视地方利益而忽略了区域

整体利益，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上容易出现互相推诿

的状况。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有利于打破原有的行政壁垒，

提高区域内各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明确治污职责，

形成治污合力，有效地制约原来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的

工作方式。

联防联控机制是促进区域内环保资源共享、降低环

境治理成本的重要方式。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相关主体

共同防治大气污染，从区域整体性出发，统筹安排，制

定重污染天气预警计划，部署并监督相关防治工作的开

展。因此，联防联控机制有利于整合与共享三地人力、

技术、资金等环保资源，增强区域治理大气污染的实力，

降低环境污染治理成本 [3]。联防联控机制有利于调动社

会各界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强化人们对环境保护

的责任感。

综上所述，属地管理模式易导致雾霾综合治理效果

不佳，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工作互相推诿，环境治理效

率低，治理成本高等问题，而若将京津冀地区各行政主

体联合起来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

问题，因此，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是目前雾霾防治的最合

理、最有效的措施 [2]。

2  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发展历程及实践

2.1  我国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发展历程 

我国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依次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理论指引阶段

以及推进实施阶段。 
（1）初步探索阶段（2002—2009 年），主要是指在

联防联控仅仅作为一种环保理念，而未写入环保法律及

各类规划的时期。在仍以属地管理模式为主的阶段，也

进行了一些区域共同治理污染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

到 2002 年发布的关于二氧化硫治理的文件《两控区酸

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十五”计划》[4]。此后，2002
年粤港政府为推进珠三角重污染天气预警，改善空气质

量，签订了《关于改善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的联合声明

（2002—2010 年）》等协议，两地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共同

努力，使得珠三角的空气质量得以改善。2008 年长三

角区域签订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

（2009—2010 年）》，其中规定了区域共同加强重污染天

气预警，健全区域环境监管与应急联动机制。这一阶段

联防联控虽然未被正式提出，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实践

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2） 理 论 指 引 阶 段（2010—2013 年）， 是 指 联 防

联控正式被提出并作为规定写入各种环保文件的时期。

2010 年，环保部等制定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联防

联控机制的思想，指出把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区域，全面推进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这标志着我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时期的到

来。2012 年国家批复并颁布了《重点区域重污染天气预

警“十二五”规划》，第一次将联防联控机制写入五年规

划，并将重点区域数量扩大到 13 个。2013 年国务院出

台了《重污染天气预警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环渤海包

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这一

阶段联防联控以文件的形式被正式提出，并划定了重点

区域，制定了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为正式推进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3）推进实施阶段（2014 年至今），主要指在联防联

控机制上升为国家文件后，由各方主体逐步推进并实施的

时期。2014 年之前，联防联控机制作为约束和指导区域

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的条款出现在了指导意见、行动计

划、实施细则等多项文件中。但其中有关联防联控的部分

框架性规定仍然较多，并没有制定详细的路线图及时间

表，导致其可操作性较差 [5]。随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的出台以及呼之欲出的京津冀大气环境保护局，区域联

防联控正在走向深化、细化、实化的全面攻坚阶段。

2.2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实践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据

京津冀三省市近五年来的《环境质量公报》，该区域的大

气污染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区域性特征，采取联防联

控措施共同防治是目前高效治污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京

津冀地区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是高效治污的必然趋势，打

破了原有属地管理的弊端，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对于京

津冀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两次大气联防联控实践分别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以及 2014 年 APEC 会议期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是京津冀地区第一次进行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的成功实践。环保总局协同包括北京的 6 省

市，成立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协调小组，保障奥运

期间的空气质量。《奥运会残奥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

提出在实施北京市现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基础上，

进一步落实奥运会及残奥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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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以扬尘、机动车尾气、工业污染、燃煤污染为

主要控制对象，通过区域联动，在奥运会前实施环境综

合治理，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采取临时污染减排措施。除

污染减排措施外，6 省市实行统一监管、统一执法，对

重点企业运营进行全面检查，严防死守。经过 6 省市的

通力合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据

资料显示，奥运会期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 2007 年同

期相比降低了 70%，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平均下

降了 50% 左右 [6]。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了 APEC 会议。为保障

会议期间北京市的空气质量，京津冀及周边的山西、山

东等共 6 省市启动了共同治理模式，制定了《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空气质量方案》。

方案决定，APEC 期间，6 省市内重工业企业实行部分统

一限产或停产；对机动车进行限行，规定 APEC 期间城

区道路和高速公路全天禁止“黄标车”通行；此外，还

采取了压减燃煤、工业治污、清洁降尘等措施。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协作小组成立了会商制度，加大了

会议期间减排工作的监管力度。北京市环保局专门成立

了 APEC 评估小组，对 APEC 会议期间污染物的减排情

况，借助空气质量模型进行模拟、测算，以便科学评估

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及其产生的环境效益。结果显示，

会议期间，6 省市实施的减排措施为保障会议期间良好

的空气质量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7]。

虽然联防联控机制在奥运会期间及 APEC 会议期间

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目前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只存

在于临时性的大事件，没能形成区域大气联防联控的长

效机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区域大气联防联控机制

的主体机构仍然不稳定，联防联控的联动机制不健全且

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需

要进一步系统建立并长期实行。

3  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体系构建

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不是一种单一机制，

而是由工作机制、联动机制、协同机制多方面构成。工

作机制是指联防联控涉及的主体范围的确定以及主体参

与联防联控的机构形式。联动机制是指为了实现合作的

目标所建立的联防联控机制所需要的合作规则以及运行

程序的体系，为参与主体提供可操作的规定和方案，确

保联防联控机制的运行有规可循。协同机制则是指为保

障主体之间的稳定合作及联动机制的顺利进行所建立的

包括制度、利益、技术、资金等保障的一整套体系 [8]。

3.1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构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需要设立一个常态的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是将区域大气污染所涉及的各政府

及环保相关部门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目前，京津冀地区为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初步

设立了一个政府合作组织机构，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

污染天气预警协作小组。该组织机构包括京、津、冀、

晋、鲁、蒙、豫 7 省区市及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 8 个

部门。该协作小组每年组织制定并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工作，倡导 7 省市及 8 部委共

同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协作小组成立以后，针对动车尾

气排放、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排放等流动源印发实施了相

关的协作治理工作方案，北京市、天津市分别与河北省

主要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2015 年以来，该协作小组致

力于编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中长期规

划》，明确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的路线图及

时间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协作小组虽然在

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处

于雾霾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初级阶段，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该协作小组构造简单，协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并

委托北京市环保局下设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承担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具体联络协调工作。该机构的

级别较低，权威性不足，不利于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的整体实施。其次，该协作小组涉及的省市及部门

较多，职责范围并未细致划分，使得大气污染合作治理

措施实施的操作性不能得到保证。最后，该协作小组的

临时性较强，未形成常设机构，且法律地位并未明确，

对于政策的编制、工作的部署等主要靠会议的形式来决

定 [9]。因此，该协作小组在工作过程中也会遇到较多的

困难和挑战。为进一步加强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的运行，必须改进现有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协作小组，设立专门的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

图 1 为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设置框架。在国家层面，环境保护部内部可设立负责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下属部门，如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 [10]。在

区域层面，京津冀地区内部应设立跨区域主体机构，对

本区域的大气污染进行专门管理，该机构应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政府以及各环保相关部门，并接受上级

环保部大气联防联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区域层面

主体机构的职权应高于京、津、冀地方政府，能够直接

调动各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力量，采取区域统一的重污染

天气预警措施。为明确机构内部人员的职责，可在主体

机构内部下设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等子机构，以利于职

权分配，提高工作的效率及质量。另外，为保障主体机

构工作的有效性，可设立专门的评估及监督机构，对主

体机构工作的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监督及评价。从

地方层面，京津冀三地应在各自大气环境管理部门内部

设立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的部门，负责本地区的大气治

理工作，落实区域层面主体机构的政策措施，并定期与

其他两地大气管理部门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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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联防联控联动机制的构建

完整的联动机制应包括统一设计及规划、统一监测

及预警、统一污染源管控、统一监管及执法、统一协调

及考核。

3.2.1  统一加强重污染天气防治顶层设计，创新区域空

气改善总体规划

在区域重污染天气联合共治中，只有三地政府共同

协商，合理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才能为区域重污

染天气治理措施落到实处提供蓝本。首先，京津冀地区

应统筹考虑区域大气环境承载力、交通现状、产业布局、

能源结构和三地发展的不同诉求等因素，突出设计的整

体性、全面性、协同性及联动性。京津冀地区应统一编

制区域空气质量达标计划及规划，共同行动，协作治污。

应针对重污染天气形成的机制，明确目标，划分重点领

域及任务，统一环保标准，完善监管措施。目前京津冀

地区已经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

津冀“十三五”规划等，其中均提出要强化大气污染的

区域联防联控。在现有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京津冀三地

应随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以及空气质量

的新变化，不断进行联合会商，制定动态规划，适应新

的重污染天气预警要求。

3.2.2  统一区域空气监测数据共享，联合发布空气污染

预警信息

截止目前，覆盖全国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已经

建成。为保证区域大气联防联控的实时性，京津冀地区

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以实现监测数据的共享 [11]。为真

正发挥信息共享平台的作用，京津冀地区可在大气监测

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区域空气质量模拟系统，对空

气质量发展态势、污染物组成、重点污染源及所在地区

进行预测分析，并结合空气预警系统，及时发布空气预

警信息，制定相应的预警响应机制。

京津冀地区六个城市已经实现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

标准的统一，这为区域重污染天气统一预警提供了基础。

应进一步统一京津冀全区域的空气污染预警标准，消除

区域应急措施联动的操作性障碍，保证在重污染天气侵

袭之前，合理扩大预警范围，加大应急响应力度。为提

高预警及应急措施对于减轻大气污染的作用，可在京津

冀乃至周边区域搭建环保、气象等部门参与的区域空气

重污染预警会商平台，最终形成联合预警长效机制。

3.2.3 统一加强大气污染源管控，降低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

当前，区域大气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大气污

染物排放超过了大气环境容量 [12]。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

的主要污染源包括燃煤、机动车尾气、工业生产、建筑

扬尘等，必须同时加大多种污染源的减排力度，才能从

根本上减少区域内大气污染物浓度。京津冀地区污染源

管控系统框架如图 2 所示。未来京津冀地区应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和《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强化措施（2016—2017 年）》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

图1  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设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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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治理力度。另外，京津冀地区除控制污染物排放外，

还应充分利用经济推手，尽快建立区域内统一的排污权

交易市场，拟定配套制度和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标准，

完善监管措施，推动区域内企业间积极进行排污交易 [13]。

若短期在区域内建立统一排污权交易市场难度较大，可

以先在部分城市试点，再逐步延伸至整个区域，建立起

全区域范围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图2  京津冀地区污染源管控系统框架

3.2.4  统一建立区域环保监管体系，完善区域联合执法

机制

为保证京津冀地区联合监管及联动执法的实施及有

效性，一方面，应统一区域内的监测、监管标准，建立

统一的环境违法评价体系，对环境违法的严重程度进行

等级划分，针对不同等级制定相应的处罚力度；另一方

面，应建立跨区域的环境监管机制，推进建立区域网格

化、精细化监管体系，真正消除目前管理不精细、责任

不明晰的问题。

在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联合执法方面，首先，应

尽快废除地方法律法规中与区域联动执法不适应的条款，

对接现有的区域性法律法规，使得联动执法有唯一法律

可依，避免发生冲突，提高执法效率。其次，应继续加

大联合执法范围及力度，将联动执法范围扩大至各类污

染源及更多领域。另外，目前北京市已初步设立了一支

50 人的环保警察队伍，负责环保领域重大敏感或跨区域

执法活动的执法保障，重大案件的现场处置及案件侦查

等工作。津冀两地应仿照北京市，建立各自属地的环保

警察，并将三地环保警察联合起来，形成区域环保警察

队伍，为区域联合执法工作提供保障。

3.2.5  统一区域政府主体协调机制，建立落实政府环境

绩效考核

京津冀三地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区域大气

联防联控机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主体协

调问题。现有的协调机制仍停留在会商、讨论的层面，

没有形成系统及体系，松散性较强，使得协调工作成本

高、效率低。京津冀应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提升协调

机制的可操作性，充分考虑三地发展需求，进行产业转

移、资金横向转移以及技术帮扶等协调工作的落实，形

成主体协调长效机制。

为提升各地政府合作治污的积极性，应尽快完善和

改进目前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首先，需要重构现有的

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加快政府绩效从经济指标向环保转

换。其次，提高政府考核机制中公众话语权的比重。以

天津市为例，《天津市区县绩效考评工作实施方案》中公

众评议占比为 30%，其中企业问卷及居民问卷占 50%，

因此，居民在绩效评价中的比重为 15%，话语权比较有

限。另外，应将环境绩效考核机制与环境问责机制相结

合，将环保责任具体落实到人，以确保相关人员依法办

事，让公众真正感受到环境污染治理效果。

综上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区应建立完善的重污染天

气预警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如图 3 所示。联动机制涉及

的各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

首先，顶层设计及规划的过程需要包括统一监测及预警、

统一污染源管控、统一监管及执法、统一协调及考核等

各方面的内容。而联动机制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又各自有

一定的相互关系，如监测及预警是污染源管控的基础，

监管及执法对污染源管控起到监督促进的作用。主体协

调与政府考核及监督的结果又可以作为信息反馈给顶层

设计及规划。因此，联防联控联动机制是一个系统的闭

环机制，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反馈而改进。

图3  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联防联控联动机制

3.3  联防联控协同机制的构建

协同机制用于协调各方利益主体，是保证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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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联防联控协同机制的建立要综合

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完善的制度、利益、技术及资金协

同机制是区域大气联防联控正常实施的关键。

3.3.1  制度协同

制度协同主要是指为联防联控运行所制定的配套的

制度体系。目前，京津冀地区为防治重污染天气已经建

立一系列的制度。2014—2016 年，京津冀出台了《北京

市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例》《天津市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例》

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例》，对各自大气污染的

规划、标准及防治与处罚措施等进行了规定。2016 年，

京津冀地区印发了《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强化措施

（2016—2017）》，对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的任务进行分解

细化。首先，京津冀三地各自制定的重污染天气预警相

关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及区域统一性，应尽快联合制定

京津冀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法》实施细则或《京津冀

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条例》，作为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

的法律保障及制度基础。其次，目前三地执行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层次较多，不利于统一管理。因此，在今

后的发展中应尽力协调，统一标准，目前河北省相较于

北京、天津的标准仍然稍显宽松，应进一步严格标准 [14]。

监管及执法力度直接影响制度的落实。京津冀地区应完

善联防联控监管、执法等配套制度，建成精细化管理模

式，实行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在区域内实行联合执法，

杜绝区域内的环境违法行为，为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提供

有力保障。

3.3.2  利益协同

为了使各政府主体能够突破行政壁垒，跳出自身利

益，真正做到落实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就必须有完善的

利益协同机制。为了合理配置区域内的有效资源，必须

明确三地的利益诉求，据此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为合理分配区域内主体利益提供法律依据。应研究并制

定能协调各方利益的分配方法，合理分配大气联防联控

过程带来的利益。京津冀三地可以建立利益协

调小组，小组成员包含京津冀三地的代表，通

过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协调各方利益，并结

合三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综合考虑经济、社

会、环保等因素的利益分配方法。针对分配过

程中难以解决的冲突，还应完善一系列利益补

偿机制，如将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生态补偿

确定为区域利益补偿机制 [15]。

3.3.3  技术协同

区域性的大气污染比一般的环境问题更复

杂，因此，京津冀地区应构建一个区域性的重

污染天气预警科研中心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

究中心，利用大数据、计量模型等资料及工具，

对大气污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科研中心应针

对区域大气污染的成因溯源、源解析问题进行研究，在

目前京津冀细颗粒物源解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不

同行业，分析不同行业对于大气污染的贡献率，编制区

域细颗粒物排放清单，掌握重污染天气的形成机制。完

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及模拟系统。京津冀地区可以在现

有空气监测网络的基础上，借助空气质量模拟系统对区

域空气质量进行评估及预测 [12]。模拟系统的预测结果可

与预警机制相结合，提高预警的准确性。科研中心应建

立一个专门的环境治理费用效益评估小组，对区域重污

染天气预警联防联控的成本及收益进行量化，并制定出

区域内不同主体利益分配方法，明确利益分配的依据，

尽量保证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的各参与方的利益均衡。

3.3.4  资金协同

治理区域大气污染，改善京津冀地区整体空气质量，

真正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必

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财政支

持及资金保障。环保资金投入是环保事业顺利开展的物

质基础。京津冀三地在不断提高本地环保资金的基础上，

还应共同出资建立区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体现新时期

京津冀环保一体化的要求。然而目前环保专项资金仍然

存在资金机构欠合理、分配方法不完善等问题，应进一

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投入在环保专项资金中的比重，并

设立资金管理或审计小组，保证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 [17]。

除政府财政支出外，还可以建立企业或个人治理重污染

天气的资金投入机制。京津冀地区大气主要污染源为工

业、燃煤及机动车污染等 [18]，可通过对排污企业征收排

污费、对机动车车主征收汽车尾气排放费等方式，鼓励

企业及个人承担环保责任。京津冀地区可结合利益补偿

机制建立生态补偿资金，通过资金补偿的方式提高各利

益主体的环保积极性，履行环保义务。

综上分析，京津冀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联防联控机

制的系统框架如图 4 所示。联防联控机制包括工作机制、

联动机制及协同机制三个部分。工作机制应从中央层面、

区域层面以及地方层面自上而下建立系统的机构，充分

图4  京津冀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联防联控机制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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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and break down obstacles in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reality of haze pollution and contro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o improve air quality.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s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limitations of the territorial management model and superiorities 
of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were 
combed. Then the framework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establish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aspects of working mechanism, linkage mechanism and coordinated mechanism were proposed, mainly including innovating the general 
planning of regional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unified strengthening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implementing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building special fund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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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的职能；联动机制包括统一

设计及规划、统一监测及预警、统一污染源管控、统一

监管及执法、统一协调及考核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协同

机制包括制度保障、利益保障、技术保障及资金保障等

机制的共同作用。而工作机制、联动机制及协同机制三

个方面也通过相互影响及反馈形成一个闭环统一的整体，

共同为重污染天气预警联防联控提供理论基础及系统

框架。

4  结语

京津冀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电力、钢铁、化工

业等工业及外来人口在此集聚，排放的污染物大大超过

了环境的承载力，加之不利的地形条件、气象条件等，

使得该地区大气污染严重，且复合性、区域性特点突出。

为快速、有效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关键是尽

快认清协同治理污染的迫切性，从工作机制、联动机制

及协同机制多层面建立并完善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联防

联控长效机制。只有通过各方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才

能尽快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少区域重污染天气发生，解

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保障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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